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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心体制下公共物品供给的规范和实证均衡

张红生
(盐城工学院图书馆，江苏盐城22柏51)

摘要：国家体系和市场体系配置资源分别有其效率缺乏和公平缺失的先天不足，一种新的资源

配置体制非营利组织能有力地弥补前两者的缺陷。然而，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却在政府规制和市

场挤压下困难重重。以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对于改革进程的规制为视角，从政府、市场和非营

利组织三方的关系出发，讨论相互配合的复合式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规范性均衡和实证性均

衡，比较两类均衡的性质并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才能实现政府、市场、非

营利组织三方在公共物品提供的最优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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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无论西方还是中国，以“私有化”的

市场供给制度实行公共物品的供给的呼声都甚嚣

尘上。但是，不论是政府还是市场，在公共物品的

供给过程中都可能出现失灵。因此，不论是两种

模式的互替还是互补，都无法彻底解决公共物品

供给中的失灵问题，以第三部门为主体的志愿型

供给模式开始在理论和实践上复兴。以合作博弈

为基础的“自由治理”的制度模型认为，人类社会

中大量的公有池塘资源(tlle common pool re—

sources)问题实际上并不是依赖国家也不是通过

市场来解决的，人类社会中的自我组织和自治，实

际上是更为有效管理公共事务的制度安排。

传统上，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市场提供私人物

品，而在两种物品之间，还存在着准公共物品这一

重要范畴。政府的权威机制和市场的退出机制在

提供准公共物品时都力有不逮，政府提供存在效

率扭曲，市场提供面I临激励不足。非营利组织此

时可以发挥重要的互补作用，其往往最初是从准

公共物品领域中进入并在一定的前提下进人公共

物品的供给的。

在理论上，从社会福利最大化来说，政府的职

能应该是提供广义的公共物品与服务。但是，公

共物品和服务并不一定需要完全由政府组织筹资

和生产，而可以部分交给市场和非营利组织完成，

这样可以避免政府组织公共物品提供所可能形成

的效率扭曲，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于是，针

对当前“政社不分”的状况，一个自然的问题就

是，政府对市场和NPO的公共物品供给职能进行

规制，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但由于体制转轨与

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治理经验的缺失，一方面，

既有政府在许多公共领域的垄断，也有政府在有

关公共领域的放任与责任缺失；另一方面，既有市

场和NPO在一些公共领域盲目进入和缺乏必要

的竞争规制，也有市场机制和志愿机制在进入一

些公共领域时的动力缺乏，最终形成了中国现阶

段公共物品供给的无序和紊乱。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当然可以归结于中国缺

乏“市民社会”的传统和权威的政治传统体制等

因素所造成的“路径依赖■但是，单纯依赖这种

回答等于是在逃避问题，因为它只提供了问题发

生的背景的说明，而没有说明造成这种现象的因

果关系。按照经济学的个人理性主义范式，我们

试图回答政府干预的内在逻辑和这种规制对公共

物品供给均衡造成的影响。本文结构如下，第～

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多中心体制下公共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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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的基本理论框架；第i部分讨论政府、市场、

非营利组织三方在公共物品提供问题上分工和数

量的规范性最优经济均衡；第四部分讨论政府规

制背景下，多中心体制的公共物品提供的实证性

非最优政治均衡，并比较其与第一类均衡的性质；

最后是结论。

二、多中心体制中的公共物品提供模式

公共物品供给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

从主体结构的角度，讨论由谁来供给的问题，是一

个主体还是多个主体及其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奥

斯特罗姆维代表的制度分析学派把只有一个供给

主体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称作“单中心体制”，一

般就是指只有政府一个供给主体。制度分析学派

还把存在多个供给主体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称作

“多中心体制”，它们之间是一种合作和竞争关

系。二是从过程的角度理解，讨论的是怎么供给

的问题，公共物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许多环节

构成，包括：制定供给计划和供给时的筹资、出资、

资金在各环节的分配、组织人力资源、利用物质手

段进行具体的生产以及产出的维护和保护或监督

使用等等。三是从供给结果的角度理解，讨论的

是对最终产品的评价问题，包括对投入——产出

的成本的核算、对最终产品的分配、对消费者偏好

的满足程度等。

从结构的角度看，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可分为

政府、私人、志愿者和非营利组织等。从过程的角

度看，公共物品供给可分为两个环节：供应和生

产。“供应”的核心是投入资金，“生产”的核心是

物品的产出，是技术性的具体操作阶段。公共物

品供给可以是“供应”和“生产”的结合，也可以是

单指“供应”，或单指“生产”。由于过程是分开

的，因此主体也可以是多元的。从结果的角度看，

可分为帕累托有效率和帕累托无效率，前者一定

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而后者则不一定能实现社

会福利的最大化。

事实上，从理念发展的角度看，西方国家对公

共物品供给问题的认识源远流长，但正式形成一

种系统的理论却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情。

对于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数量，samulson最

早以公式形式进行了表述。在假定用非扭曲性税

收为公共物品融资的情况下，要求公共物品的供
n

给水平满足条件：∑舰Js：．，=枷t，，，式中g为

公共物品，p为私人物品，懈s：．，为公共物品g和
私人物品p之问的边际替代率，姗t．。为公共物
品g和私人物品p之间的边际转换代率，i为公共

物品的消费者数量。按如上公式的定义，意味着

可以有效率供给的公共产品具有两种重要性质：

受益的非排他性，消费的非竞争性⋯。

如果一种物品不存在竞争性且无法排他，人

们就会存在强烈的“搭便车”动机。但这并不意

味着对此加以直接控制就有效，因为这样可能导

致使用率的不足——社会整体福利下降。按照

(政府规制下的)等级分配可能矫正制度作用衰

退的有效办法。然而，只有等级制还不够，还需要

建立相应的涉及市场和NPO的配套制度：在有可

能对产品的获取进行控制的地方(如收费物品)

建立市场机制(退出机制)；如果无法控制(如纯

粹的公共物品)，则建立发言权机制。

与公共物品和收费物品一样，政府物品具有

较低的竞争性。一些由政府提供的产品(如国

防、司法和警察)竞争性较低，这个特征与公共物

品非常类似；至少是在原则上，法律和秩序是为所

有公民提供的，一个人享用宁静的环境并不会妨

碍他人的享用。但另一方面，政府提供的产品也

可能具有排他性，从而与收费物品类似。如政府

从公平的角度，通过税收或者津贴等方式，将财富

进行再分配。纯粹的政府物品与公共物品和收费

物品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它对退出和发言权机制

的依赖程度较低。导致这种特征出现的原因在于

政府可以垄断立法权。

民间物品与私人物品和共有物品也具有很大

的相似性，它们在使用上都体现出高度的竞争性。

另一方面，民问物品有可能但不一定具备排他性。

例如，NPO中的专业协会只为会员服务，而更多

的NPO则向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敞开大门。民间

物品是NPO发展的产物。民间物品是准公共物

品或俱乐部物品，其与私人物品和共有资源的不

同之处在于，它对发言权和退出机制的依赖性非

常强。

由于政府物品和公共物品的生产需要取得立

法授权，因此等级制度可以发挥较大作用。对于

私人物品和民间物品的生产而言，非政府机制至

关重要。相反，收费物品的生产既需要等级制度，

也需要竞争和公益的作用。而共有资源则即依赖

于等级制来规制使用和建立产权，也需要依靠合

作和参与的作用。如果市场是项目运行的最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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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则应制定出恰当的退出机制。如果答案是参

与，则应培育发言权机制。如果需要对退出加以

约束，以大范围的获得发言权的恢复利益，则选择

等级制‘2l。

市场依赖于基础设施的供应(共有资源、收

费物品和公共物品)。国家需要政府产品(为了

保证执行)和公共物品(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结

合，以获得义理性和选民的支持。

政府产品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它提供的执行

力和威慑力，机会主义行为就会泛滥。由于政府

垄断了立法权，因此，正如政府需要市场一样，市

场也需要政府。但是过分依赖某一方面的力量就

意味着会降低另一方面力量的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有效的市场运行也需要民间物

品的原因。NPO的发展呈现出多样性。在那些

能够很好地平衡市场和政府作用的国家，民间物

品的增长非常迅速。通过发出政治呼吁、劝诫约

束政府以及呼吁人们关注自由放任的市场，NPO

可以在填补市场和政府活动间的缝隙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

由此，可得出规范性的政府、市场、非营利组

织三方在公共物品提供问题上分工和数量的规范

性最优经济均衡。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完善，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分工与合作日益明

显，“后总体性社会”开始形成，出现了自由流动

的资源和自由活动的空间pJ。

实际上，政府不仅只能提供公共物品，也可以

提供私人物品。马斯格雷夫提出把公共需要分成

两类：一类是社会性公共需要，一类是功德性公共

需要(Merit Goods)，前者涉及非竞争性产品，后者

则指由政府提供的私人物品，其又包括两方面，一

是提供的有益物品，如住房和食品补贴等，实质上

是通过公共手段提供的私人物品，体现着社会福

利物品的性质，二是通过行政手段阻止有害物品，

如毒品，这一制度安排包含着由政府的强加选择

来取代个人选择的意味HJ。

与之对应，市场和NPO也可以提供公共物

品。在能够排除不付费者的情况下，私人企业能

够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Demsetz指出，若一个产

品是公共物品，那么对同一产品付不同价格是满

足竞争性均衡条件的。企业家可以根据支付意愿

向每个人收取不同的价格，这种做法称为完全价

格歧视b J。在公益性和志愿性可以解决搭便车

问题的情况下，NPO可以实现基于消费者对于公

共物品的偏好表露实现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每

个人承担的成本份额按照其无偏意愿的比较来确

定，这相当于的Lindahl的公共物品具备均衡分析

的结果。NPO能兼顾公平与效率，能有力地弥补

政府体系和市场体系配置资源的先天不足旧J。

随着近几十年席卷全球的政府改革运动，构建共

同治理模式¨1——与“社团革命”(associational

revolution)重建“第三部门”相回应¨J，以及市民

社会(civil—society)理论再度流行与新公共管理

理论相契合，非营利组织的价值和地位日益凸显。

三、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的经济最优均衡

现实中，政府、市场(企业)和NPO之间的组

织边界比较清晰，但功能边界却不清晰。原因是

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边界的模糊。任何物品的

公共性程度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相当可变的。

功能边界的模糊，导致了政府、市场和志愿在实际

运行中经常发生功能的交叉、碰撞，容易发生政府

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和对事业领域的过度“包办”。

因此，合理界定政府、市场和志愿三者正确发挥各

自功能的合理边界，是保证公共物品充分有效供

给的前提。

首先，现代社会中的三大运行模式之间存在

一种分工机制。传统上，政府制度、市场制度和志

愿制度分别有不同的疆域。政府作为某一区域社

会的宏观管理者，它通过制定法律、政策来规范各

种区域社会活动的主体的行为。对于市场机制和

志愿机制的正常运行，政府通过建立市场运行的

规则、政策、法律和基本设施建设，提供市场运行

和事业运行的软环境和硬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

和社会主体提供从事私人性的经济活动与公共性

的社会活动的政策法律平台和制度监督。对企业

而言，政府的作用是通过完善基本的公共设施和

保护守法经营的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的发

展；对志愿组织而言，政府的作用是通过委办公共

事务、资金资助和税收优惠等，促进志愿事业的发

展。志愿部门的出现让各级政府和民间组织共同

分享责任，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的品质与效率。

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中，志愿组织扮演了重要的，而

非补充性的角色一-。

其次，现代社会中的三大运行机制之间存在

一种互补机制。对于市场失灵，通过政府干预可

以得到适当矫治。对于政府失灵，市场机制也可以

进行适当修正。政府部门有时需要向不同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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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特别是特殊的社会群体提供不同的或特殊

的服务，但由于官僚体制的制约而很难实现，这时

通过向志愿组织的资助帮他们协助完成可能是一

种比较便捷的途径。因此，志愿组织者以公益为

导向、以自愿求公益的制度安排的出现是弥补正

失灵、市场失灵的结果。在政府组织与政府机制、

企业与市场机制和志愿组织与志愿事业机制之间

存在一种互补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运

行的基本规则。

再次，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中，三种模式之间也

存在着一种替代机制。传统上人们习惯认为政府

是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政府的职能就是通过提

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来满足社会基本的公共需要，

实现公共利益。但是由于政府失灵，政府对许多

公共物品无法进行供给，于是将公共物品的供给

事务委托给了众多的志愿事业组织，由志愿事业

组织就近、方便地提供公共物品。事实上，许多公

共物品也通过市场交换来生产，于是就存在着一

种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机制，即由私营部门通过

市场化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

可以将政府、市场、NPO三者间的这种互补

关系用正式模型表示如下。

假设每个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是拟线性的。令

g表示公共物品的数量，消费者i由该公共物品所

得效用为玑(q)。假设对于所有的q>O，有U’；

(q)>0，扩f(口)<0。

供给g单位公共物品的成本为C(g)。假设

对于所有的口>0，有C’(q)>O，C”(口)>O。

在这个拟线性模型中，任何帕累托最优配置

必须最大化总剩余，因此必须求解一个关于公共

物品数量的最大化问题：

Ma x．∑仉(9)一c(g) (1)Ⅲ_⋯7 ⋯ 、’

⋯l=】

则关于最优口’的一阶充分条件为：

∑玑’(g‘)≤c，(g’) (2)
f=l

与经典模型(安德鲁·马斯·科莱尔，迈克

尔·D·温斯顿，杰里·R·格林，2001)¨训不同，

我们令矿表示不同的供给主体，五=l、2、3，分别

表示政府、市场、NPO三种公共物品供给模式。

零p进入效用和成本函数，有：

Ma。xn∑以’(9’，矿)，其中J|}=l，2，3(1)7
则一阶最优条件为：

∑以’(g+，口+)≤c 7(口+，口+) (2)’

因此，供给主体的结构均衡对于公共物品供给的

有效性具有内生的影响。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的

规范性均衡应该是采用多中心(polycen眦)的制

度安排¨1J。公共物品供给结构应该多元化，公共

部门、私人部门、社区组织均可成为公共物品的供

给者，从而把多元竞争机制嵌入到公共物品供给

过程中去。具体地说，在把政府事务等同于公共

物品与服务的提供的前提下，单中心意味着只有

政府的一个决策单位作为唯一的主体对社会公共

事务进行排他性管辖的充分一体化的体制，也即

意味着公共物品的供给者只有政府一家，那么，与

此对应，多中心则意味着在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

过程中，并非只有政府一个主体，而是存在着包括

中央政府单位、各种地方政府单位、各种非政府组

织、各种私人机构及公民个人在内的许多决策中

心，它们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以多种形式共同行

使主体性权力。这种主体多元，方式多样的公共

事务管理体制就是多中心体制。

四、公共物品供给的实际均衡与最优

均衡的比较

由于中国转轨进程中政府强大的规制能力，

研究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的实证性均衡必须以政

府的执政目标函数的考量为出发点。

即使假设中央决策层的成员是理性经济人，

那么，按照个人主义方法论的要求，也可以把他们

的个人效用最大化归于义理性最大化的考虑中。

因为，个人效用最大化中的收入、权力、荣誉感等

变量的存在和延续以实现合法性(kgiti咖cy)最

大化为前提。

政府对于其与选民间达成的隐性或显性的契

约的履行是义理性实现的前提。“既然任何人对

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天然的权威，既然强力并不

能产生任何权力，那么只剩下约定才可以成为人

世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引，在传统计划经济

体制下，为了实现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目标，

政府和公众之间相应形成了一系列的隐性社会契

约。这些契约一方面要求公众必须忍受工业化和

经济增长带来的消费利益的牺牲，以使积累保持

在较高水平；另一方面则通过统一标准将较低价

格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安排于企业或单位中。通过

农产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服务的低价政策，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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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使之与低劳动报酬相适应。

依靠这种机制，重工业高积累的成本很大部分被

转移到农业等传统经济部门中。中国的渐进改革

方式虽然避免了经济的巨大波动，但是也无法实

现转型成本的市场化一次性“出清”。转型成本

的支付方式除了由家庭部门个人支付外，大部分

契约性补偿出于合法性的考虑必须南政府支付。

政府的支付行为在不能直接对市场过程进行干预

的情况下，只能是通过大范围公共物品供给的方

式实现。

中国的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革命战争时

期积累的合法性资源，及它取得的成就和勇于改

正错误的精神，使得政府在转轨起点上具有良好

的义理性基础和相应的政治能力。这种能力保障

了中国改革开放所必需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

保障了整个社会把主要资源和精力用于经济建

设，也保障了改革开放能够按照中国的具体国情

和需要自主地、有序地推进，而不受内外势力的不

合理的干扰。

所以，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的核心和基础实际

上是公共选择过程。中国的政治体制，既不是西

方式民主，也非完全的权威式独裁，而是治国者在

掌握最终领导权的前提下不断认知利益各方的政

治影响力和诉求，以此修正和制定公共政策的过

程，即中国特色的民主集中制。因此，与真正意义

上有独立决策权的完全的多中心制度不同，中国

特色的多中心是一种规制型的多中心制度。在这

种体制下，中央政府要承担最终规制者的角色，在

等级、参与和市场对自身义理最大化的影响间取

得平衡，等价于中央决策层在政府、市场、非营利

组织三种公共物品供给主体问的权衡。

出于合法性最大化的考量，在处理“改革”、

“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时，“稳定压倒一切”

必然是基本的行动指南。于是，一方面，中央政府

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中可能会牺牲部分的效率因

素，压抑市场和NPO的作用，在等级制要求较低

的领域，仍然用“看得见的手”干预准公共物品

(如公共物品)和类公共物品(如Medt物品)的供

给。而另一方面，在现有的分权制和政绩评价体

制下，地方政府有追求经济增加的冲动，可能会降

低涉及社会福利支出的地方性公共物品的供给规

模，同时增加涉及经济建设支出的地方性公共物

品的供给规模。

可见，给中央政府自身投入公共物品的直接

供给可以带来合法性上的正外部性，而地方政府

自身投入公共物品的直接供给却会带来合法性．L

的负外部性。这种非效率均衡对于政府的长期合

法性是不利的¨引。从全局性公共物品看，毕竟经

济发展是支撑公共物品自己来源的税基，过度的

对于稳定的倾斜可能影响长期税基的稳定增容。

从地方性公共物品来看，地方政府毕竟是中央政

府的直接代表，其社会福利性公共物品供给的不

足会造成选民对于政府的不满，这种情绪迟早会

蔓延到对于中央政府合法性的怀疑；如果地方政

府对于经济建设性公共物品支出的规模过大，其

在资源上的浪费和对于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在

长期也肯定会侵蚀中央政府合法性。

五、结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赖于公共物品的充

分和有效供给，而任何一个单一制度安排都无法

实现公共物品的充分和有效供给。只有建立复合

性的公共物品多元供给模式，才能实现有效和可

持续的公共物品供给。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

1．公共物品是人类公共利益的载体。公共物

品的公益性、非排他性、非竞争性、不可分性和难

以直接衡量，以及人们选择程度有限等特征，要求

公共物品的多元供给。只有建立复合性的公共物

品多元供给机制，才能够实现其充分有效供给与

可持续发展。

2．公共物品多元供给模式的理论基础是社会

学的社会结构三元理论和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

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从社会学的宏观视角，

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志愿机制三种社会运行模

式都可能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从经济学的微观

角度，公共物品的供给必须分析特定物品的供给

与需求状况，并通过供给与需求曲线，选择相适应

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与制度安排。

3．在公共物品供给中，政府、市场、NPO形成

了一定的伙伴关系，即存在一种密切合作，相互有

所分工和协调的关系。同时，三种制度安排在公

共物品供给中具有分工、互补的机制。每一种供

给模式或制度安排都有其优势与缺陷，为了实现

公共物品供给的可持续性，选择一种复合的制度

安排，即由政府的等级机制、市场的退出机制和

NPO的发言机制合力构建的制度安排，是实现公

共物品供给的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万方数据



第l期 张红生：多巾心体制下公共物品供给的土兕范和实证均衡 -33·

总之，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结构的有效性要求

建设服务型政府，重新构造中央、地方、选民三者

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形成政府、市场和NPo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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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ormatiVe and PositiVe Equilibrium of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under the Institution of Polycentre

ZHANG Hong-sheng

(“brary Y舳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秽，Ji觚gsu Y柚c}leng 224051，Chjm)

Abstract：B(1th ttle national sy8tem卸d the mad【et 8ystem have their own deficiency on di8tributing resotlrc鹄．0ne is lack 0f疆i—

ci蚰cy蚰d the other is 18ck of硒mes8．A北w舢urc髓disposition 8ystem called NPO c柚百ve dual anention to轴mes8 and ef_
矗ciency．h c蚰plDmote the h锄lomou8 socie哆constmction鲫d make up both of their naw8 powe删y．H0wever，China’s NPo
actuauy is be眈t埘tll d诵clllties IlIlder the govemment陀g山ti蛐8锄d啪rket exnll8i∞．On the foundation“c∞nection of goy．

e咖ent，mrkct and NP0，tllis paper a仕empt8 to study tlle nom胤ive蛐d positive eqtlili硒um of polycentral institution about
proVi8ion of pubhc即ds∞the perspective of Cllin船e govemm明tal嘲mation，蛐d comparing and蚰aly西ng the propeny鲫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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